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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韦伯命题”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虽以

“宗教”为大命题，然实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

与思想诸层面的问题汇于一炉中而冶炼，称之为

一部涵盖中国古今大势的“整体史”之类的著作

似亦不为过。更有甚者，在本书的前四章中竟罕

见“宗教”的踪迹，因此，韦伯在构筑此书框架与

行文回转间的微妙用意常为各路行家、学人所揣

测和争论。譬如，王容芬认为这源于韦伯并非“文

化决定论者”，而是结合了纵向历史分析和横向文

化比较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因此势必需要呈现

一种全面和立体感的阐释过程 [1]。但她以马克思

主义的“经济基础论”批判韦伯忽视了中国古代

的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结构，实略有苛责之嫌。再

者如郭宏斌的“社会物质性结构”说法，指出韦伯

以一种“社会”的视角来佐证其提出的“中国古代

的客观物质环境相似于（甚至优于）西方社会同时

期”的假设前提 [2]。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推论，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书中一些看似游离于“宗教”

概念的数据、史实及阐释，皆可被纳入“大宗教”

视野的理论预设，即“中国的宗教”这一概念要放

置于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环境中去探究，因

此对第四章中的宗教得以发展的经济、政治与伦

理基础发挥了起承转合的作用，儒教与道教的身

影始终若隐若现、贯穿全书。

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相对照，

本书的主旨似乎更趋隐晦，也许韦伯不愿重蹈《新

教伦理》出版后即招致激烈讨论的覆辙；抑或庞

杂的文献搜集工作（从十三经、《史记》《文献通考》

《御批通鉴纲目》，再到《京报》和外交官的报告、传

教士的书札，等等）分散了思想分析的连贯性。但

我们仍可以从包罗万象的内容中梳理出一条较为

清晰的脉络，即中国为何没有出现如西方一样健

全且富于理性的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所代表的

传统中国文化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

力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生成关系？——此亦即“韦

伯命题”的一部分，该命题认为“儒家伦理阻碍东

方资本主义发展”。不过，《中国的宗教》实际上只

是韦伯对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研究的开

篇之作，欲获得对于“韦伯命题”乃至其宗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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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涵深意的全面体会，非通读整部“经济伦理”

著作不可。韦伯借这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宗教大

观”，通过对世界诸大宗教（文明）及催生它们的社

会结构性因素的探讨，用以彰显基督教文明的独

特性。若以某些学人思虑欠妥的断言，将韦伯标

签化为“民族优越论者”[3]（P5-10），则此话未免偏颇。

在凸显西欧近代文明特色的同时，韦伯亦向西方

人描绘出了一幅彰显各异文明风格的镶嵌画来；

更何况，韦伯个人对近代西方“理性化”的全面发

展，即世界的彻底“除魅”后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现

象，实际上抱着颇为悲愤的态度，正如其在《新教

伦理》一书结尾时的感慨，“依 Baxter 之见解，对外

物的顾虑‘该像一件单薄的外套那样轻轻地披在

圣徒的肩膀上，随时可以脱下’。但命运却使这件

外套变成像钢一般坚硬的牢笼”[4]（P151）。

由此可见，韦伯真正关心的是中国历史悠久

的、以儒教和道教为概化标志的宗教传统为何与

清教伦理大相径庭，即它没有如后者那样孕育出

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这种反思也为帕森斯所接

受，帕氏认为，近代资本主义虽首先出现于西欧，

然而证诸史实，西欧的物质环境并不比中国、印度

等地更适合资本主义之蕴生——西方之所以产生

出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西方拥有其经济伦理可

与资本主义相配合的基督新教 [5]（P603-608）。

二、政治领域内的阻碍——官僚制的无处不在

韦伯在本书中针对中国有关阻碍资本主义发

展因素的探究无疑是深刻且宏大的。虽然这种研

究仍未超出历史范畴，其途径却与一般史学者热

衷选用的指标颇有差异，韦伯对于那些贯穿于整

个文明中的趋于稳定的现象抱以极大热忱——王

朝屡屡更迭，官制亦代代有差，但在他看来，中国

的“家产官僚制”治理结构基本稳定于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确立的“家产制”支配格局 [6]（P81-87）。此

外，中国的氏族及家庭组织也同样根深蒂固，氏族

血缘纽带历经数千年甚至延及当代，此种关系恒

如一道无法斩断的锁链支配着中国的基层社会运

行结构。

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并建立中央官僚制度比之

西方要先行了数个世纪，此即意味着中国社会权力

斗争的焦点从土地的分配转移至官职的分配，官僚

们的贪污所得与税收成为了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国家有 50% 的岁入流向了官僚的口袋 [6]（P98-100）。

因此，基础性的在政治领域内的阻碍因素或许正

在于此：帝国政府依赖于官僚的服务，而并非如

中世纪西欧那样仰仗于骑士的军事服务，与专制

集权需要相适应的官僚体系日臻壮大，资本主义

在政治领域内的突破口逐渐趋于封闭。

文官制度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着资本

主义理性与现代教育的诞生，韦伯亦形象地称中

国为“文人治理下的国家”。此处，文人较之文官

也不尽相同，多有舞文弄墨之贬义。作为官僚制

基石以实现“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之意的科举

制，在其背后维系制度稳态的教育方式对整个帝

国的文化调节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的

社会等级自隋唐以降，便与受教育水平尤其是经

由考试选拔的“出仕”资格紧密捆绑，财产或家族

名望等因素皆相形见绌 [6]（P168-170）。因此，中国古

代的官僚制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文学教育至

上”的选拔标准烙上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痕迹，深

受此环境熏陶的历代文人虽然满腹经纶、礼乐通

达，但除了具备基本的行政管理之术外，并无较为

系统化的专业知识——国家的统治阶层以唤起卡

里斯玛为终极目的，而终日徜徉于琴棋书画、填词

作赋的氛围里。依韦伯的归纳法，所谓“典型的

中国古代教育”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非军事

化的纯粹文学教育，它亦具备了祭司式教育的大

部分内涵；（二）以极强的舞文弄墨的文字性为根

本形式①。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方社会经由专门

化的业务教育来实现人才的管理和培养，理性官

僚的统治结构因而建立，这种职业官僚制（有别于

文人治理）的成型促使西方转向了同样具备理性

化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三、卡里斯玛与巫术的盘根错节

除此之外，当韦伯探讨传统中国各种与发展

理性的资本主义所需条件背道而驰的机制时，亦

将蕴含于此等结构之中的信仰伦理体系，诸如巫

术性卡里斯玛信仰（祖先神灵的卡里斯玛、皇权的

卡里斯玛、鬼神的卡里斯玛）、巫术的世界图像（包

括将巫术泛灵论调和到“天人合一观”体系里的

“巫术的系统性理性化”）、主导阶层即士人的身份

性伦理与生活取向（知命与知礼），以及传统主义

的人伦规范与二元道德经济伦理等等，一一扣合

①这种“文字性”据韦伯的考察是源于汉字的独特性以及文学艺术的氛围——“文字过分拘泥于象形而没有理性化为抽象的字母形式，目

睹比耳闻更重要，由此发展出中国古代对书法艺术的强调。同时，由于读音的四声多样性促使文字在听说方面比较复杂，不能为系统的思

维效劳，遑论为演说艺术的盛行助益一臂之力”[5]（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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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它们一方面支撑着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与

形塑，另一方面亦受此社会结构的制约而更趋根

深蒂固。值得注意的是，“卡里斯玛”（Charisma）

一词在韦伯的有关政治权力学说与城市起源阐释

中出现频率极高，占据着重要地位，更是其论述与

追溯国家统治合法性时最喜欢运用的一个概念。

巫术在中国皇权的强化进程中是非常有意义

的，这种特征在早期的历史运作中尤为明显，因为

政权发展伊始时魅力型的统治往往具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但当社会运行渐趋稳态时，传统主义取

代卡里斯玛的权威是一种必然——此时的卡里斯

玛维系以血缘为主导因素，而遵循传统才是继承

统治合法性的最佳途径。巫术在伦理方面的功能

已渐趋式微，强调“忠孝”伦理的儒教之勃兴恰好

迎合了巩固皇权的需求，其崛起之势亦理所当然。

我国古代社会正是过多地纠缠和追寻卡里斯玛，

使得巫术的浓雾一直若隐若现，二者的盘根错节

逐渐使传统主义太过厚重而无法如西方社会那般

通过“祛魅”（disenchantment）之路径来完成社会

的理性化过程，法理型的统治一直都未在这块古

老又坚固的冰层中破土而出。

四、城市类型学视野下的古代中国——没有

城邦的宗族国家

“公民社会”可称现代社会重要特征之一，所

谓“公民”的内涵，西方史学界往往不将其与“市

民”作严格区隔。韦伯认为，西方市民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关键性转折事件当为“城市共同体”的

出现。他的另一部著作《非正当性的支配：城

市的类型学》①，可以视作解读“韦伯命题”尤其

是城邦视角的关键互文范本，但历来未受到应有

重视，笔者以为它绝非仅是一个“东西方城市产

生不同制度的比较研究”[7]（P17-18）。依韦伯的观

点，此一共同体得以勃兴，正是“奠基在与传统束

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

决裂上”[8]（P161）。之所以将西方的城市归为“非正

当性的支配”一列，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

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

统的“篡夺性”。此书中的一些观点亦可佐证《儒

教与道教》中的结论，只不过变换了一个视角——

城市的起源——来探讨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独特

性，即“共同体的起源温床仅见于西方”。城市的

团体性格，以及（相对于乡野人的）“城市人”的概

念，鲜见于亚洲各民族之史实，微弱的存在亦近乎

于萌芽状态。整体而言，“亚洲的城市居民并没有

具备类似西方古代与中古的城市市民权，亚洲的

城市也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法人性格”[8]（P24）。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亦断言中国各地的

城市都是巨大围墙的代名词——城市并不等同于

城邦，古希腊的城市本质而言是一种拥有独立政

治特权的城邦共同体——城市最初是“王室督牧

之住所”，在经济上由于欠缺“垄断的城市市场”，

从而困囿于君王专制而无法染指政治上的自治状

态。因而，韦伯的一个重要结论呼之欲出：中国

式的城市并非市民之家。在中国，由于不存在“由

武装市民组建的、以盟誓为纽带的政治联合体”，

导致“血缘亲族关系的束缚枷锁从未被彻底斩

断”，事实上，“中国的城市缺少自我管理的形式化

保障体制”[6]（P145-155）。

“经济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而阶级的分裂却提

前完成”[9]，换言之，一个国家里的自治城市未能出

现、亦未经历氏族瓦解而直接完成封建化，称为政

治上的早熟状态。克斯勒亦认为：中国的封建化

过程其实只存在于政治的意义上，因为“政治性的

封建制”理应在最初与土地所有制相关，而我国古

代却是从“氏族式的国家组织”中脱颖而出 [10]。由

氏族维系的门阀望族在上述过程中掌握了权力，

因此，一种世袭式的卡里斯玛由此形成，它依靠世

袭的土地财产及政治方面的收入来维持地位。此

外，城市的自由权利屡遭钳制，行会也无法充分地

发展，这导致在同时期西方发达的经济贸易未能

在中国出现，遑论行会共同体与君主权力的分庭

抗礼。韦伯对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探寻得鞭

辟入里：第一，大一统的国家不会面临国别争斗

的危机（如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邦国的纷争）以及对

外长年累月的征战，海外殖民的经历便显得不那

么重要；第二，中国的财富积累不是凭商业贸易

而是仰仗政治特权，如上文所述，官僚直接行使了

收税的职能，他们也因此有着积累财富的理想与

机会。可见，中国始终都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的

经济理性，只有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等政治资本

主义的盛行。这种史实所导致的荼毒遗患无穷，

官本位、权钱勾结等观念至今仍根深蒂固。

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所谓城市组织都没有城

市应具备的政治特点，这被形象地刻画为“城市是

①本书原为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第 2 卷第 9 章“支配社会学”的第 7 节，由于本节篇幅比之前 6 节明显不成比例，国内学界在编著成

书时往往将第 7 节单独处理。不同版本的译名略有不同，比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 2014 年新版本译为《城市 ：非正当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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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是没有品官的自治

区”[8]（P27）。绝大部分的乡村都是由宗族势力来统

治的，正式的皇家行政只限于市区（或市辖区）的

范围，因此将中国称为一个宗族的国家是毫不为

过的。通过垄断祖先崇拜的精神权，宗族逐渐演

变为一种可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组织，乡规民约

实际凌驾于法律之上，并拥有一定的族内司法权，

乡村在此意义上确实是自治的。不过，此联合体

由于与外界往来甚少而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在

经济意义上奉行对家计的自给自足，这对市场发

展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在自治程度较高的乡

村共同体中亦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此外，由于

宗族分散在乡间山野，祖先崇拜各异，“各自为政”

的状况并不能如联盟力量（德意志汉萨同盟的强

势持续了数个世纪）一般形成对国家政权的强大

抗衡。同理，在城市中没有诸如西方中古时期那

种发达的手工业者、商业行会甚至盟誓共同体在

经济领域构成对统治政权的约束，只得任凭庞大、

体系健全的官僚阶层如阴云一般笼罩于帝国的广

袤疆域。韦伯进而论述，“根据法律，世袭官僚制

的国家机器直接凌驾于小市民和小农之上。无论

从法律还是主要就事实而言，都没有中世纪（西

方）封建社会的中间层”[8]（P35）。在世袭制国家中，

法律常常被专制主义所践踏，中间层的制约缺失

使得法律被皇权干涉的现象更加肆无忌惮，加之

最求实质公正而反对形式主义的家长制作风、法

律适用的内在性质等因素，都导致了法律的难以

理性化。综上所述，一方面不存在拥有政治地位

的城市法人自治体，另一方面不能够从保障特权

并使之固定化的角度创设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中

国古代一直未能步入城邦时代，城邦的政治特权

性质以及自治形态迟迟无法登上历史舞台，中国

只能接受一个“没有城邦的宗族国家”的史实。

五、救赎宗教的付之阙如

具体至宗教形态层面而言，韦伯认为中国是

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比之西方、中东乃

至印度宗教的发展轨迹，我国古代从未涌现出社

会凝聚力超强的先知，抑或掌控话语权的神职人

员阶层，更极少提供与本土化的拯救学说、济世理

论或民间的宗教力量密切相关的教育形式。所以，

除非以驯服大众之目的为诉求，官僚阶层的知识

从内在而言皆轻视宗教，理性能够自由地依需要

得到自我阐释。纵然与西方的经典宗教类型尚有

出入，但儒教毕竟是国家指定的、被祖先崇拜之精

神及其信奉者规定的“宗教”。“适应于官本位的

自我保护之利益”堪称该宗教的卡里斯玛魅力特

征，若以教义论之，其主要倾向应是指出当下世界

（此岸性的）之主要兴趣为健康长寿、多子多福及

财富适度，罕见诸如末世思想、勤俭致富或拯救济

世之类的踪迹。针对其它民间宗教的态度上，官僚

世袭制的理性主义大体上秉承了一种宽容的态度

（与亨德里克·房龙描绘的“宽容”迥然有异），并

非像西方宗教那样以屠杀与迫害之手段打击异教

徒 [11]。之所以为人民保留宗教，其意图在于忌惮

民众因缺乏信仰而导致社会失序。与此同时，皇权

全然不必担忧权威的旁落，因为这种权力基于卡

里斯玛而本身地位亦凌驾于民间诸神之上。再者，

儒教自身的生活方式是讲究等级有序的，而非西

方典型的“市民式”——儒教的世界观中不存在

“神”（或“自然”）同“成文法”“惯例”乃至任何其

它约束力量之间的对立，亦罕见以宗教为基础的

自然法及其形式的法律逻辑，再加之缺乏自然科

学的思维（而非简单的实用主义式的“技术”），一

切都未能推动中国踏上法律理性化的道路。

道教在长久以来何以未被正统宗教所铲除，

却能够与之和平共处？儒教内化的对其它宗教的

包容性固然是一方面。此外，“道”本身亦是正统

儒教的一个概念：由于巫术信仰一直是中国统治

权力分配的传统基础，但儒教对巫术的世界观长

期一筹莫展。尽管两大宗教彼此对立与排斥，但

经过斗争取得胜利的儒教并未提出灭绝巫术以正

视听，因为这将危及整个儒教的统治合法性，而其

仅以垄断官职俸禄为目的追求。尚有一点，儒教

无法独揽道教所附带的巫术性功能——历代统治

者所沉迷的养身经和长生术亦是道教收获器重的

重要因素。由此观之，儒教的统治理性主义丝毫

不能推动法律的理性化过程，此重任亦更不可能

由神秘主义取向的道教来担负。

六、小结

韦伯对于中国宗教所得出的结论正可印证

（毋宁说“补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的观点。儒教（也包括道教）与新教代表了两种

广泛但彼此排斥的理性化，即使二者皆试着依据

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来设计人类生活。然而，儒

教的目标在于获取并保有“一种文化的地位”，再

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世界，其强调教育、自我完善

以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则以那些手段来适应

一个“上帝的工具”，其强烈的信仰与热情的“善

功”则被儒教的美学价值观念所排斥。韦伯在结

论中写道：“帝国的和平化，至少直接说明了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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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东与中世纪所共同的那种政治的资本主

义之所以并不存在的缘故”，但他也表达了一丝困

惑，即“可是却没能说明为何纯粹经济取向的资本

主义也付之阙如”[6]（P326），这一点的确值得深入探

讨，毕竟中国人面对世界的实际态度，其各种基本

特征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所共同

影响，也许韦伯还得另完成一部巨著来发现这个

问题的答案吧。

总而言之，限于东西方宗教在精神上的差异与

社会理性化的背道而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终究

未能在中国复制。然而，类似“儒家伦理当为东方

资本主义发展之桎梏”的韦伯命题又是否成立呢？

如果将研究视野扩展至现代阶段，我们不难发现这

个命题遭受了极大的冲击——20 世纪 70 年代末

以后，由于日本的经济崛起以及随后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腾飞，儒教伦理似乎在向世界证明：该伦理

促进了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亦促进了当代中国家

族企业的发展。有学者由此对韦伯命题提出了挑

战：儒家伦理未必就缺乏甚至无法达成自我现代

转型的内在能力。纯知识论的方法并不能单一论

证某个伦理学议题，而传统伦理的转化方式也并非

以现代知识化为惟一取向 [12]（P36）。不知若韦伯仍

在世，他将作出何种社会学意义的回应？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作为一部社会学

领域内的巨著，其描绘的广阔历史图景与探索的

深邃理论观点，无疑使我们读罢叹为观止。韦伯

在书中作出的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

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必将

对国人的思考产生极大的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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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apitalism Has Not Occurred in China: a Revisit of 
the "Weber's Proposition" Based on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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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the China-based Confucian culture community, the ethic culture of the Confucian style is prevalent: a type 

of culture based on family and clan. Max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ocuses on Confucian ethics,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s of Confucian ethics on Chinese society from all the aspects of society and making a comparison between 

it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Protestantism. Max tries to explore why capitalism fails to develop in China where conditions a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West by concentrating on four key characteristics: impediment to bureaucracy, witchcraft orientation of 

charisma, the suppression of urban community, and the loss of redemption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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